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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鹿洲公案》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
王日根, 王亚民

(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摘要　有关古代县官,学界过去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。此文则试图从乡村社会史

的角度出发,通过解读蓝鼎元的《鹿洲公案》,以雍正年间蓝鼎元任知县时审判过的案件为例,分

析处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汇点上的知县,在鲜活的海疆乡村社会里所开展的社会控制实践、

实际效果、局限性及其原因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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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清初县官制度内涵

(一)知县与乡村社会的关联

在王朝官僚系统中,知县位于整个国家官僚体

系的后端,然而,正是由于这一位置,使其恰恰处在

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交汇点上,以国家代表的身

份直接应对广大的乡村社会。“在清政府各级的无

数司署中,县级衙门对当地人民生活影响最大,因

为县级衙门是他们最直接、最经常碰到的皇权形

式。县衙门也是地方政府与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代表

协商的主要中心”[1 ] (p418)。“全国的县官⋯⋯进行征

税、治安、教化等统治人民,其目的是为使朝廷的政

令得以贯彻、执行,保证财源,灌输封建思想,稳定

封建统治秩序”[2 ] (p50)。清人认为:“朝廷敷布政教,

全赖州县奉行”[3 ] (p 581)。因此,费孝通先生指出:“传

统中国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段情形,是最

重要的,这是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和地方自治

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,如果不明白这个关键,

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。”[4 ] (p 46)

知县位置的特殊性、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对乡

村社会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。因此,“谚有之: 破家

县令”[5 ] (p 13)。“杀人的知府,灭门的知县”[6 ] (p72)。

(二)县官制度、县官职责、乡村社会的控制

清代“知县掌一县治理,决讼断辟,劝农赈贫,

讨猾除奸,兴养立教。凡贡士、读法养老、祀神,靡所

不综”[7 ] (p3357)。由此来看,其主要职责仍然是传统的

三项内容:钱谷刑名、治安、教化。其中,教化与司法

惩治是乡村控制中软、硬两个不同的方面,而钱谷

征收的实现、社会治安的有效维护,又是乡村控制

的核心所在; 乡村控制与县官职责的实现密切

相关。

但清代对历代县官制度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地

方,其中之一就表现在“县官缺制上”。清制规定:

“见之员各省府州县,定为冲、繁、疲、难等缺,有四

字相兼者,有三字者, 有二字、一字。”[8 ] (p 5367)其中,

四字相兼者为“最要缺”,三字相兼者为“要缺”,二

字相兼者为“中缺”,只占一字者为“简缺”; 以县官

的资历、能力、经验等对应“缺”之难易、繁简,以利

最大限度地履行县官职责, 实现对乡村社会的

治理。

二、蓝鼎元与乡村社会控制

作为普、潮两县的父母官,蓝鼎元面对的是具

有鲜明地域特色又颇为难治的海疆乡村移民社会:

“普为邑⋯⋯果陇、北山、狗眠,强悍所聚⋯⋯穿窬

攘夺, 探囊拾芥, 追之则越境乃免, 捕之则法不愈

域”[9 ] (p29) ; 潮阳县,“邑西与普宁连界⋯⋯厚山⋯⋯

悍塘,皆强悍所宅,穿窬夺攘之患,普罹其殃。逋赋

抗租,鱼肉田主,殴差拒捕,邑亦大受其困⋯⋯潮邑

时务,惟在版籍混淆,地亩不清。有田无粮之弊累靡

终极⋯⋯”[9 ] (p 21- 22)。而且,当蓝鼎元步入这一地方

社会时,“粤东普宁、潮阳、揭阳一带,连年灾荒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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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普宁、潮阳是恶性事件多发地区⋯⋯且潮人

好讼, 奸宄讼师相互勾结⋯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

⋯⋯每三日一放告收词状一、二千楮。”[10 ] (p 131- 132)

据清代“县官缺制”的划分, 普宁县为“难”一字简

缺, 潮阳县为“繁、疲、难”三字要缺”[11 ] (p 506) ,因此,

潮阳更不易治理, 尤其是作为大县的潮阳,地方势

力十分强大:“阖邑乡绅举贡,文武生员,不下七八

百人,捐纳贡生一千三四百人,院司道府书吏辕吏,

势豪大棍,不知几千百人⋯⋯”,致使“持檄催粮之

差⋯⋯见之惴惴⋯⋯亦遂与和同舞弊”,而且县官

“稍示以严刑, 则各役轰堂一声, 溃然走散

⋯⋯”[12 ] (p2)。

此种社会场景,客观上对蓝知县的施政提出了

极大的挑战,同时,也为主观上富有抱负的蓝鼎元

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。

(一)蓝知县开展的乡村社会控制实践及效果

1. 对吏役、保甲首领的驾驭

蓝鼎元所处的时代,国家设官治理仍然局限到

县。因此,就蓝知县而言,能否成功地驾驭住直接任

事的吏役以及深入到基层社会中的保甲首领,就成

为其控制海疆乡村社会的关键。

(1)对书吏、差役的管制。

县官制度中回避制的推行,固然可以在很大程

度上解决亲近关系的干扰问题,但是,在客观上,由

于外任县官对地方政情的不熟悉,使得他们不得不

在施政上较多地依靠吏役,这就出现了明清时期普

遍存在的“吏为害”的现象。为此,一代名吏汪辉祖

指出:“宽以待百姓, 严以驭吏役, 治体之大凡

也。”[5 ] (p 29)精明的蓝知县亦是如此:

　　猝闻亭外人众中哄然一声,差役拥挤向东

角门走出,书吏禀请退堂曰:“图差散矣!”⋯⋯

余曰:“恐城门已闭不得出,待我遣人赴营中请

启钥大开城门,纵之去。”众差闻我语怪异,皆

伫立耸听,其去者亦稍稍潜集。三班头役二十

余人跪下禀曰:“我等愿往擒之。”⋯⋯升平世

界,而差役敢于散堂,是叛也⋯⋯是众差之叛,

非叛县令,叛朝廷也。既为朝廷之叛民,则县令

明日耀武扬威率营兵民壮捣东山, 一鼓擒之

⋯⋯汝等高声传令堂下差役:“愿走着速走,不

走着静听点名。”⋯⋯各图各甲,依次唱名。完

多者记赏,完少者重杖,至四鼓鸡鸣而毕,无敢

有一名不到者。[12 ] (p6- 7)

蓝鼎元以欲擒故纵之术、反叛的罪名、赏罚严明的

纪律将散堂衙役彻底制服,可谓心术高明。而“改甲

册”一案,则将擅自篡改“甲册”谋取钱财的“兵书”

林集贤:“痛责四十板, 革退兵书, 荷校于市者两

月。”[12 ] (p 143)有力地震慑了不法胥吏, 净化了施政

环境。

(2)对保甲首领的驾驭。

虽然保甲首领在执行官方政策、履行乡村行政

职责的过程中,必然地要照顾到本土保、甲的利益,

甚至许多人从中作奸犯科而被称为“蠹保”、“猾

保”,但是,如果驾驭得当,他们完全可以成为知县

控制分散的乡村社会的一支重要的力量。蓝氏依靠

强有力的手腕、精明的计谋,对这一群体进行掌控。

“度乡民为命案入邑,必有约保左右其间⋯⋯果有

保正许元贵在焉。元贵大惊⋯⋯诿卸讼师李阿柳

⋯⋯因呼许元贵谓曰:‘人命至重⋯⋯曹阿左不到,

必系真凶。汝星夜拘出赴讯,如贿纵不出,则汝代抵

偿 焉 ⋯⋯ 越 两 日, 许 元 贵 果 获 曹 阿 左 以

来。”[12 ] (p 70- 73)“先呼保正郑茂纪责之, 曰:‘汝职在

地方稽查奸匪,今纵攘客而不以实告,既是汝做作

也,汝乡中出为匪者几人? ⋯⋯不实言先夹汝。’茂

纪乃言:‘姚绍聪、王阿协、范阿义,此三人抢劫是实

⋯⋯我畏其族大强凶,是以不敢言也”[12 ] (p 132)。以上

是“转正”后的保长,为知县效力的实例。不仅如此,

而且在知县的号召之下,他们也会组织起一支相当

大的地方武装力量:“今遣峡山⋯⋯各保正⋯⋯方

东升等,共率乡兵三百人⋯⋯环而守之,不许寨内

一人逃出他村。”[12 ] (p 256)

2. 粮食的安全接收与民间稳定

民以食为天,粮食安全事关民间稳定,这为任

何一个清醒的县官所熟知。蓝鼎元主政的潮阳一

县,“三岁氵存饥,民生艰食”。于是“雍正五年,制府

大吏请于朝,议发西谷十万石,均贮潮属各县仓,备

赈恤平粜之用”。然而,粮食的安全接收谈何容易:

“则见船上高飘黄旗,大书奉旨押运。宪役高光等十

人⋯⋯作上司差员行径,舵梢水手如虎如狼⋯⋯先

以水浸烂谷,搀和量交,群吏以不堪贮廒为请。船户

厉声曰:‘大老爷发下之谷,虽粗糠沙泥,谁敢不受

⋯⋯船户黄兆大怒⋯⋯将黄辉楚挞破额⋯⋯追至

小船扑击之⋯⋯群吏石良跄归来, 莫敢再往⋯⋯余

不得已,即于十八日清晨躬率小船出海接运,而西

谷愈出愈丑,有水注烂者,有发热如水者⋯⋯惟秕

扁太多⋯⋯疑道宪所买未必至于此极”。经过艰辛

的努力、侦破:“统计潮阳一邑,均应赔补三千二百

石。县令为道宪属员自分代赔二千二百石,其掺和

盗卖缺额一千余石之谷,应于各船户名下追补”。不

仅如此,而且,因秉公办事导致道台心腹——巡检

范仕化被解职,蓝鼎元又得罪了自己的顶头上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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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受到处分,但这位知县的属官却扬言道:“潮阳

县亦在旦夕,且祸烈于我百倍”;使蓝鼎元想不到的

是“越数月其言果验”[12 ] (p 176- 185)。为此,这位蓝知县

无限感慨:“朝廷远而上司近,信乎,邑令之不可为

也!”[12 ] (p 186)

3. 乡村社会“豪猾”势力的压制与钱粮征收

知县虽有钱谷刑名、治安、教化三大主要职责,

然最为核心者,乃是钱谷一项,以致有的学者认定:

“州县官职责十之九在理财,财政问题既关系到州

县官的考成,也关系到民间疾苦。”[13 ] (p 157)

普、潮两地,为典型的海疆乡村社会,皇朝力量

统治薄弱; 其地又为移民居住的区域,家族势力强

大,内聚性强; 再加上居民自古就有海洋发展的传

统,以及乡绅众多、国家政策与地方特殊利益相冲

突等等一系列因素,这块所谓的“海滨邹鲁”之地的

内部就异化出了一股颇为难治的社会力量,外化为

强悍的民风。

然而,为保证县衙财政的收入,打击海疆移民

社会中的反叛势力,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蓝鼎元,

果断地对以马仕镇、赵佳璧为代表的地方“豪猾”势

力进行了镇压:“马氏故巨族,其丁男两千有奇,分

三寨鼎足而立⋯⋯仕镇豪雄犷悍, 尤为马氏之冠

⋯⋯捐赀作太学生,自是俨然士林⋯⋯前后任潮邑

摄潮篆者十令,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获⋯⋯支令君

赫然振怒⋯⋯亲诣仙村擒捕之⋯⋯而上官左右皆

马氏腹心,且反于支令君督过⋯⋯自是仕镇威震惠

潮。”[12 ] (p 213- 214)在此种情况之下, 精明的蓝氏对马

仕镇采用智取的方式:先秘密地将其外甥林承唤至

内室,“余曰:‘汝舅马仕镇也,汝能招之来则生,不

来则死,囚汝妻子,灭汝门户’⋯⋯乘间言曰:‘舅专

制一方⋯⋯今新官莅任,得毋往谒见乎? ⋯⋯仕镇

曰:‘然。’即令人操舟诣县⋯⋯命林光款之。须臾堂

事毕⋯乃置仕镇于狱⋯⋯仕镇犹不服,命拷之三十

⋯⋯曰:‘汝不实言,吾今毙汝! 仕镇度不能免⋯⋯

直言不讳。”[12 ] (p216- 217)对另一“豪猾”——山门城的

赵氏,在以武力相迫的情况之下,又耐心地贴出榜

文进行宣教: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有田有赋,乃古

今不易之常⋯⋯果敢敌杀官兵,公然自居叛逆乎?

⋯⋯本县不过欲汝完粮,原非有所苛求于汝,汝等

舍命抗粮,诚不知是何意见⋯⋯汝士民以本县为父

母,本县视汝士民为子⋯⋯此理甚明,汝等何所惧

惮⋯⋯三日不决,乃汝自误尚慎旃哉。”结果,“赵姓

有识者皆惧,累密为缚献之谋。于是佳璧等知不能

免,乃偕赵宣侯⋯⋯等十七人诣县”[12 ] (p257- 258)。

4. 盗贼、械斗、讼师的究治与定乡安民

地处海疆又为移民社会的普宁、潮阳两县,在

清代号称为难治之地,其突出的表现之一,就是盗

贼、械斗、讼师气焰的“嚣张”。为控制乡村社会、履

行县官职责,勇于任事的蓝鼎元大刀阔斧地对此进

行了整治。

(1)盗贼的捕捉与乡村社会的稳定。

普、潮两县的盗贼主要有两类:一类是海盗。海

盗自古有之。然而到明清时期,商品经济的冲击和

沿海居民“海的意识”的形成与提升,“下海”成为不

可逆转的时代潮流。遗憾的是,当时中国的最高统

治者,仍然以陆地大国自居,陶醉于所谓的天国朝

贡体制,满足于来自四方之邻的朝拜,对海洋则颇

为冷淡,视出海之人为“化外之民”。“海盗”便是他

们对违反法令、私自从事海洋活动的人们的称呼之

一。这种历史的情景,客观上就使得民间向海洋发

展的努力成为“非法”之举,也使得民间的海洋活动

发展为畸形的状态,从而扩大了官府的对立面,增

加了治理的难度。但蓝鼎元却也表现出顽强的毅力

和杰出的作为。“洋盗,故惠、潮特产也。其为之若

儿戏,然三五成群,片言投合,夺出小舟,驾出易大,

习为固然也⋯⋯因遣役密访⋯⋯唯李阿才、李阿皆

出海为匪是实⋯⋯计此案盗伙⋯⋯实贼四十三人,

今缉获三十四人⋯⋯官兵杀死六人⋯⋯跌死一人,

则四十有一人矣。未获者萧旭友⋯⋯炮伤深重⋯⋯

必死在大鹏山中。止黄阿德一人,未知去向⋯⋯从

兹闽粤海疆二三千里,波涛不动,商贾晏然,亦官斯

土者之一快也”[12 ] (p100- 109)。“果有侦者来报,云匪类

潜谋,纠众集械,将出海⋯⋯又于园中起出大炮四

位、神威炮一位⋯⋯据供党羽多人,就其确然有据

者⋯⋯按律惩治⋯⋯”, 结果:“潮普两邑肃然

矣。”[12 ] (p 54- 55)

另一类为陆盗。明清时代,由于受到落后的交

通、通信条件的制约,陆地上复杂的地理环境在客

观上严重地限制了官府对盗贼进行的稽查和缉捕,

反而使其获得生存的空间而得以滋生和发展。“普

为邑⋯⋯果陇、北山、狗眠, 强悍所聚⋯⋯穿窬攘

夺, 探囊拾芥, 追之则越境乃免, 捕之则法不愈

域”[9 ] (p29) ;“余闻大骇⋯⋯乃言洋乌、黄龙与惠邑交

界之区,恶贼十数辈,横行无惮。此月二十日要行嫁

者于途, 拉新人出自舆中, 摩顶放踵皆剥夺以去

⋯⋯余飞差星夜往缉⋯⋯因设法购缉⋯⋯马克道

俟获日,按法惩治。余皆痛杖大枷,发四城门示众”。

此举不仅严惩了盗贼,对乡村社会也产生了良好的

警示、教化作用,于是“果然数月之后,匪类绝迹,地

方欢乐,感召天和,年谷丰登”[12 ] (p 88- 92)。然总体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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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,“贼在山者十之七,在海者十之三,而海之为祸

较烈焉”[9 ] (p 68)。在衡量了山海区域的盗匪力量之

后,尽管山里聚集的盗匪更多,蓝鼎元却对“海患”

表示出更大的关注,这其中无疑亦包含了他对治理

海盗政策之不合理的担忧。

(2)宗族械斗的审理与用水秩序的保护。

在潮阳这一乡村移民社会里,各种宗族势力,

不仅表现出浓烈的内聚性,而且还张扬着强烈的排

外意识, 他们视各种捍卫本族利益的行为举止为

荣。对于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和民风,蓝鼎

元描述说:“潮郡依山附海,民有杂霸之气⋯⋯负气

喜争,好勇尚斗,睚眦小嫌,即率所亲而哄,至以兵

刀相格,如临大敌。强者凌弱,众者暴寡⋯⋯”[9 ] (p84)

尤其是在颇为紧张的人口与资源问题上。“延长、埔

上、塘子等乡,共筑陂障水,轮流以灌溉其田。八九

月之间旱,江、罗两家侍强众,紊规约,不顾朔日为

杨家水期,恣意桔槔,奄所有而踞之。杨仙友不服,

操刀向阻⋯⋯众寡不敌,仙友奸焉”。此案颇为棘

手,在“刑法用尽,总以‘不知’二字抵塞”的情况下,

蓝鼎元选择在一个“凄风惨淡”的夜间,在阴森的城

隍庙里,巧用已死杨仙友的“幽魂”对质,终于敲开

了被告的嘴巴:“拱山叩头曰:‘杀人者,江子千、罗

明珠;主令者,江立清’”。于是“即将江子千、江立清

诸人,按律定拟,解赴大吏”[12 ] (p44- 46)。一场命案最

终告破,民间用水的“规约”也在官威的震慑之下得

以继续遵守。

(3)治讼师,平息民间争斗。

蓝鼎元施政的普、潮两县,乡绅众多,尤其是潮

阳一地:“阖邑乡绅举贡,文武生员,不下七八百人,

捐纳贡生一千三四百人⋯⋯”[12 ] (p2)士子们如此之

多,政府机构当然容纳不下,他们也只好自寻出路;

而明清时期县乡一体的情况之下,国家和乡村社会

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权力真空。这一切就使得各类乡

绅自谋“职业”成为可能。其中,获利颇丰的“讼师”

一职,颇为他们当中部分人看好。当然,这助长了乡

村社会中的“刁讼”之风, 也增加了县官施政的难

度,影响了其做官的名声[14 ] (p 491)。因此,他们必然地

要成为地方官整治的对象,蓝氏更是如此:

　　有潮民王士毅者,以毒杀弟命来告⋯⋯诘

潮诣验,空圹无尸⋯⋯度王士毅所偷⋯⋯夹讯

之,果服⋯⋯再诘其移匿何处,及指使讼师姓

名,皆支吾,不以实告⋯⋯密呼壮役林才⋯⋯

果擒获讼师王爵亭⋯⋯真情毕吐。供称系老讼

师陈伟度指画奇计⋯⋯弋获陈伟度前来——

则老奸巨猾,较爵亭深沉十倍,—至则切切鸣

冤⋯⋯则伟度、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,丝毫不

差, 其为同谋主使无疑。爰行夹讯,伟度始供

⋯⋯因将王士毅、王爵亭、陈伟度, 各予满仗

⋯⋯ 枷 号 四 乡, 同 游 示 众。 普 人 快

之。[12 ] (p 22- 26)

如此,新、老讼师都受到了严惩。

5. 乡村信仰的应对与民众的掌控

蓝鼎元治理海疆乡村社会, 经常坚持这一原

则:“乃知大事化小,亦整顿地方之要着,不可以文

法拘之也。”[12 ] (p134)他将“不可以文法拘之也”的策

略灵活变通地运用于处理乡村信仰的实践中。

(1)兴“正学”,息“异端”,灭“妖风”。

这是作为朝廷命官、理学名士的蓝知县必然要

实施的社会行为。在他眼里,“正学”与所谓的“邪教”

水火不容,只有净化去邪风妖雨,才能保证“正学”的

兴盛,最终实现“大治”的施政理想。为此,他不遗余

力,雷厉风行:“后天一教,不知其所自来⋯⋯妙贵仙

姑即詹与参妻林氏也⋯⋯胡阿秋辅之,自号笔峰仙

公⋯⋯则已建广厦于邑之北关,大开教堂,会众数百

⋯⋯余追捕仙公益力,势豪知不可解,因出胡阿秋赴

讯⋯⋯余体恤民情⋯⋯将林妙贵、胡阿秋满杖大枷

⋯⋯余党一概不问⋯⋯籍其屋于官⋯⋯为绵阳书

院, 崇祀濂洛关闽五先生⋯⋯”于是“正学盛, 异端

息,人心风俗蒸然一变”[15 ] (p 35- 37)。然而,不久,“潮阳

西郊附城村落之侧,白菅一丛,萧然两柩焉⋯⋯忽一

旦香火盛行⋯⋯谓古柩能言⋯⋯能为人敛福消灾,

有求必应⋯⋯继而谓之郭仙公、郭仙婆⋯⋯邻邑愚

氓, 亦有不远百十里而至者”。这种情况下,蓝鼎元

“即日大张文告,禁绝人踪,号召约保甲长,立查二柩

有无子孙, 限三日之内⋯⋯三日不遵, 则约保甲长

⋯⋯数其籍丛作孽,惑世诬民,败坏风俗之罪,将二

柩各鞭一百,烈火焚之,投其灰于练江中流,为邑民

除一妖害可也。”其住在南关的子孙:“闻之惊惧,连

夜移葬”。于是“自是妖风遂息”[12 ] (p 282- 284)。

(2)“请”鬼神,断案狱,正人伦。

针对“潮俗尚鬼, 好言神言佛”[12 ] (p 35)的风气,

蓝鼎元乃因势而处之。例如“三山王多口”一案,在

“阿功刁悍, 阿居幼小, 皆难于刑讯”的情况之下,

“越次日,直呼阿功上堂,拍案骂曰:‘汝大非人类,

匿女改嫁⋯⋯人可欺,天不可欺。举头三尺有神明,

三山国王告我矣⋯⋯汝不赎还,今夹汝矣’”。于是

“阿功惧不能答,伏地叩头求宽”[12 ] (p 169)。这样,一场

自犯自告、匿女再嫁案便成功告破,在士子们看来,

维护了当时婚嫁上所谓的“人伦秩序”。面对刑后拒

不吐实的“悍妇”, 蓝鼎元亦用此术:“我前言已尽

511



矣。汝必欲固执无伤,彼死者安能瞑目? 且我已细

加亲验,比对伤痕,凶杖处处相符,汝尚卖弄口给,

自招刑罚,此乃郭氏冤魂在旁教导,不使妒妇漏网。

我观汝十指,甚是不善,凶气逼人,非得一番痛楚,

无以惩世间狮吼之辈⋯⋯乡长、左右邻⋯⋯皆劝之

曰:‘娘子,举头三尺有神明,恐不由人抵赖。’⋯⋯

于是林氏乃据实直言⋯⋯断令杜宗诚将郭氏厚葬

⋯⋯”[12 ] (p231- 232)。这样, 一方面予滥发淫威的“正

妇”以教训,同时又安慰了受辱而死婢妾的“冤魂”,

起到了扶正“妻妾关系”的作用。

(二)蓝氏社会调控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

在“边海难治,闽粤为最。闽粤之难治,漳泉、惠

潮为最”[16 ] (p 1341)的历史情景之下, 蓝鼎元在任期

内,经过艰辛的努力,实现了对潮、普两县地方社会

的有效控制:“未两月而普邑大治。当道以先生为

才, 俾兼潮篆⋯⋯潮邑已臻大治⋯⋯民有仁让之

俗。”[12 ] (p 2)究其原因所在,有以下三点:

1. 宏大的抱负,大无畏的精神,尤其是端正的

为官态度

蓝氏不因自己是位老秀才而自卑,而是积极入

世,入台充当幕僚。在此期间,一方面处理繁重的文

秘工作,另一方面主动地献言献策:“蓝鼎元未曾执

事台地⋯⋯但他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的考察、

对历来治台得失进行思索和探讨⋯⋯”当然,“蓝鼎

元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,他要干一番事业,报效国

家,势必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。”[17 ] (p 55)这充分

显示出蓝鼎元忠君报国的个人抱负,也成为他治理

地方社会的精神动力。

在任事上,他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,一种超

人的气魄。在潮阳,面对“世家大族横行乡曲,抗拒

交粮,历来官吏又都畏之,不敢崔科”的困境,蓝鼎

元却说:“不然,缙绅独不畏祥革乎? 上司吏役不畏

上司惩治乎? 势豪大棍,吾自有三尺,此无难也。衙

役散堂登山,则系不轨乱民,吾能擒而尽杀之⋯⋯

天下岂有不可化之人哉? 吾自有良法处置,非汝等

所知也。”[12 ] (p 2)为保证钱粮征收这一知县最为重要

的行政事务,蓝鼎元果断地对“威震惠潮”、“拘之三

十有四年不能获”的潮阳大盗马仕镇进行镇压,并

取得了成功。

在为官态度上,蓝鼎元有强烈的忠君报国、爱民

守岗的意念。蓝鼎元认为:“为我君抚字斯民,则敬民

乃所以敬君。”[18 ] (p497- 498)“天下之官,最难为者莫如

守令,最可为者,亦莫如守令⋯⋯守令之可为,以其

与民最亲⋯⋯故为守令者,当知有民之父母四字,民

既以我为父母,我可以不以民为子乎?”[18 ] (p506)如此

之官,岂能不尽心效力,施惠于民吗?

2. 蓝鼎元杰出的个人才能

蓝鼎元富有才华、学识,这是一般官僚所不具

备的。军中虽然短暂的幕僚生涯也为他以后成为一

名知县、施政于乡村社会,积累了宝贵的经验,其经

历与作了 30 年幕僚,后成为清代著名知县的汪辉

祖颇为相似[19 ] (p25)。

在治理谋略上, 他看到了乡村治理的根本所

在:“虽以圣人治天下,亦不外教养两端,是教养者,

守令之实政也。诚于教,诚于养者,以实心行实政

也。人不实心皆私欲,问之私则不公,欲则不法,而

教养之政为虚文。是以上官掣其肘,僚属挠其权,胥

吏穿其鼻,豪强拊其背。若公而无私,洁己而无欲,

则数者皆无之矣。”[18 ] (p 506- 507)

为此,蓝知县除“劝课农桑”之外,积极而坚定

地履行钱粮之责。如在潮阳县果断地就地解决钱粮

问题:“设法催征,未必不较便捷也。”[12 ] (p 1)坚定不

移地处理“西谷船户”一事, 又对拒交钱粮的乡村

“豪猾”进行镇压,相继取得了一系列成果。

在教化一事上,蓝鼎元注意到:“千古治化,全

在风俗。”[18 ] (p119)“官斯土者,可不百倍留心,以训民

型俗,久安长治为己任。”[18 ] (p 46)否则“法之不行,教

之不振,降灾于令足矣”[18 ] (p 334- 335)。蓝知县不遗余

力地履行自己的这一重要职责:除“兴正学”、灭“妖

风”以及附以教化镇压“豪猾”势力之外,在钱粮征

收、司法惩罚上蓝氏也巧妙地运用教化手段,以达

到“治世”的目的。例如,面对“潮人素有健逋之癖”

的困境, 蓝鼎元贴出榜文加以劝谕:“潮阳之在岭

东,固巍然大县也⋯⋯人物蔚兴,世家大族,甲于潮

郡。士大夫明礼仪而重廉耻, 古以海滨邹鲁目之

⋯⋯五营军士,自五月至今,未沾升斗之粮,汝等同

乡共井,非亲即故,宁不相知相恤,况设兵为民,输

赋养兵,古今通义⋯⋯汝以潮阳大邦,而乞食于小

邑,不亦可耻甚乎,况镇、程之粟虽来,汝士民粮米

终须完纳。何苦自居顽户抗欠之名,使堂堂大县黯

然失色。其羞其否⋯⋯尚汝等不知情理⋯⋯则本县

减耗无益,自当照旧加以征收。唯有严刑峻法,以与

汝顽民为难,汝等自度能抗本县,能抗朝廷之法乎?

⋯⋯”[12 ] (p 4)之后,“而一二顽梗衿绅⋯⋯余密遣差

役捕至之⋯⋯但粮米全完即出汝矣⋯⋯逋则开列

欠单,置之狱,俟完乃出⋯⋯至腊月二十八日而告

厥成功”[12 ] (p 4- 5)。蓝氏教、法兼施,解决了钱粮征收

这一难题,使饥饿中的五营军士腾欢感激。蓝知县

每次结案, 总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与教化的功

用,以警示民众,达到刑法所无法达到的效果:“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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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王士毅、王爵亭、陈伟度,各予满杖,制木牌一方,

大书其事,命乡民传擎偕行,枷号四乡,周游示众。”

“⋯⋯阿讼、阿载、阿惜,为邑人所痛恨尤深,环观者

千百,皆嚼齿指骂,或击以沙泥,燔以草火⋯⋯潮人

相举手加额称大快。”[12 ] (p 91)

3. 雍正年间,政治较为清明

这种大气候之下,县官制度推行良好。依据这

一制度中的官、缺对应原则,蓝鼎元被委任到普宁,

后兼任潮阳知县。如此任命,有以下两个原因:一方

面,两地虽然难治,而对应的蓝知县本人却富有治

理才能和经验。另一方面,普、潮两地在地理、风情

上,与蓝鼎元的家乡——漳浦县颇为相近:“潮汕地

区的文化地缘, 历来是亲闽疏粤的”[15 ] (p 105) ,“故曰

潮隶闽为是”[20 ] (p 102)。再加上蓝鼎元年轻时对沿海

地区的游历,以及在台期间对海疆地区的深入关注

与研究,这些经历为蓝鼎元治理普、潮两县,扫除了

地理、风情上的障碍。在“县官缺”不足的情况下,蓝

氏的这一优势,无疑成为其能够获得这次任官机会

的原因之所在。

三、蓝鼎元作为知县

在乡村社会控制上的局限性

作为知县,蓝鼎元是一个个案,但也有一定的

代表性。蓝鼎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,虽然暂时达到

了预期“大治”的目的,但细加分析,一方面蓝知县

本人仍有诸多失望和不尽意之处,另一方面就地方

治理而言,亦显然不乏局限性,具体表现如下:

(一)外来的掣肘影响了地方治理的成效

知县虽为“实政实治”之官,但在现实生活中,

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限制。就地方社会而言,当蓝鼎

元提讯地方“豪猾”姚绍聪时:“而姚族生监多人林

立阶下,请释善良,以安本业⋯⋯复有惠潮道差员

李姓者⋯⋯则言:‘贫民乏食相攘窃,亦属细故,不

可以大盗通详,恐于道宪考成有碍。’”[12 ] (p 131- 132)就

上司而言,在西谷船户一案中,蓝鼎元虽然依法严

惩了道宪的心腹范巡检,却因此“获戾,遭意外不测

之变, 奉参去位”。导致讼师“林军师遂洋洋出

狱”[12 ] (p 243)。也未能及时地惩治大盗马仕镇:“而余

以奉参离任, 其网漏吞舟与否, 则俟后之君子

矣。”[12 ] (p 218)而另一奸猾讼师——陈兴泰, 则由于

“掣肘迁延,竟至吞舟漏网哉!”这一切使得蓝鼎元

感叹不已:“凡是粘着上司⋯⋯不得了局⋯⋯盖有

以知受人掣肘之难也。”[12 ] (p274)

沿海乡村社会往往还存在着大哥、仙姑、丐首、

练总、夫头等各种乡村首领人物,他们在不同的领

域,相当程度上制约并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秩序。如

练总一方面与联首、保正共同维持着当地的治安,

另一方面, 又主宰着当地妇女再嫁时的礼

仪[16 ] (p 61) ; 夫头不仅影响着当地的驿政, 而且左右

着当地婚嫁时的花轿仪式[16 ] (p84) ; 而仙姑、大哥等,

有各自的秘密组织以及活动方式。有区别地加以对

待,从而有效地调动这部分社会群体的积极性,可

以壮大自己的阵营,但作为知县的地方官却经常对

他们一味地打击,树立了更多的对立面,增加了治

理的难度。

(二)对民众信仰习俗的极端压抑造成了民心

的游离

蓝鼎元经历过严格的官方教育,受到了占正统

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熏陶:“在院时,他用心研读⋯⋯

得‘濂洛真传’, 很有成就⋯⋯鼎元幸以贡入京师

⋯⋯入太和殿,进入全国最高学府。”[19 ] (p 2- 3)然而,

民间社会的信仰则以实用为特点,以满足自身的精

神生活为目的,至于儒家的经典是什么,对他们来

说,就不太重要,也谈不上去信仰何种真理。如他们

信仰的“后天教”能够“治病救嗣”,敬仰的“古柩”能

为人“敛福消灾”、“有求必应”。因此,在乡村社会,

这两种信仰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前者“澄海、揭阳

⋯⋯之人,无不自远跋涉⋯⋯称弟子者如市”。“则

已建广厦于邑之北关,大开教堂,会众数百⋯⋯余

追捕仙公益力, 势豪知不可解, 因出胡阿秋赴

讯”[12 ] (p35)。后者“亦有不远百十里而至者⋯⋯男子

拥挤不堪,妇人半老者百十辈搀杂其中”[12 ] (p 283)。

这种情境之下,就必然地形成官民意识上的对

立,进而导致现实中的剧烈冲突。蓝鼎元息“异端”,

灭“妖风”也就屡屡受阻,因为这种民间信仰已经形

成:“潮人大有仙癖,活仙既死, 死仙复炽。”[12 ] (p 284)

凭借强力去铲除是达不到目的的,何况蓝鼎元此后

仅一年多的时间,就离任而去。

“因民而治”不失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项策

略,儒家思想固然可对乡村社会产生一定的规范作

用,但是乡村广大而又分散的各类社会群体,除了

“完粮服役”之外, 似乎就和“上边”没有多大的关

联,他们遵循着传统的意识形态,重复着自己重实

用的生活方式。当地方信仰习俗没有得到应有的尊

重时,便很易导致官民间的冲突,甚至引发全局性

的动荡。

(三)知县社会控制本身存在极大的局限性

这主要表现在: 1. 县官任期的短暂、监察制的

不完善、回避制的弊端等。就县官任期而言,社会问

题的“长治”才能“久安”与县官任期短暂之间,存在

711



着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。清朝知县汪辉祖认为:“欲

尽吏职非久任不可。”[15 ] (p9)清代知县平均任期约为

2. 5 年[21 ] (p 8) , 因此, 要想达到实际需要的“久任”,

制度并不允许。况且,蓝鼎元在政绩显著之下因得

罪“惠潮道台”,而被诬告为贪污,落得免官入狱的

下场[10 ] (p 146)。纵然有大小官员为其说情,尤其是百

姓为其鸣冤,却始终未能翻案,由此可见监察制度

在现实运作中、在“人治”的历史情景之下,表现得

多么地渺小和可笑! 2. 县官在资格、能力、经验等

方面千差万别。例如,清代巡抚程含章在《八条察

吏》的文告中,将这一群体细分为八类:儒吏、循吏、

能吏、特长之吏、昏庸之吏、荒淫之吏、恶劣之吏、贪

酷之吏[22 ] (p 666)。这种情况,必然要影响到乡村社会

的控制程度和效果。蓝鼎元当属于典型的能吏,乃

至循吏,而地方上出现能吏、循吏与出现昏吏、恶吏

则直接影响到地方治理的好坏。

总之,虽然普宁、潮阳两县为明清时代号称“难

治”的地区之一,可也有“大治”的时候,只是并非历

史的常态而已。因此,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要夸大

知县对于乡村社会的作用,而是意在提醒人们:“我

们在看到南宋以降,以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,在

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,不要忽视地方行

政长官——知县的重要性。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贤

愚、贪廉之别,对地方吏治造成极大的差异而有截

然不同的评价。”[23 ] (p 117)而且, 通过上面的实证分

析,我们也不由地深思:就社会中介而言,只谈士绅

而将县官群体排除在外,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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